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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類型學視角看絲綢之路沿線語言的並列連詞

陳健榮 *、李晨萱

香港樹仁大學

提要

實詞如何透過語法化獲得並列連詞功能，是語言類型學一直關注的課題，近年亦有不少學

者從跨語言比較的視角，探討並列連詞語法化的共性。本研究基於 2010至 2025年間的田
野調查，收集了分屬 426種語言及 367種漢語方言的 1533個並列連詞，旨在分析絲綢之
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語法特徵與語法化路徑。本文有兩點發現。第一，絲路語言的並列

連詞語法化路徑可分為“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循“共同施事型”路徑語法化

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有生名詞；循“共同受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

接無生名詞。第二，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多與數詞同形，據此可分為“以一為和”及“以

二為和”兩型。前者與數詞“一”同形，例如格魯吉亞語的 -dan ertad、維吾爾語的 bilan等；
後者與數詞“二”同形，例如甘肅及青海地區東鄉語的 guala以及部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
中的“倆”、“兩個”等。本研究揭示絲路沿線語言連詞的多樣性，為語言類型學研究提

供寶貴資料與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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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並列連詞研究概述

1.1. 從類型學視角看並列連詞

並列連詞作為普遍存在的語法範疇，向為語言學界所關注。現代並列連詞研究可

追溯至二十世紀中期 Chomsky（1957, 1969）的工作，其後 Dik（1968）等學者進一步
深化了理論探討。至二十世紀後期，Traugott（1986）等將研究重心轉向歷時探源。進
入二十一世紀，Mithun（1988）、Drellishak（2004）、Haspelmath（2004）、Zwart
（2005）及 Stassen（2008）等學者的類型學研究，致力於通過大規模跨語言調查歸
納共性並構建分類。然而，既有研究仍有不足之處，例如部分研究過度依賴二手數

據、分析標準尚欠統一，以及對特定語言（如漢語及其方言）的詮釋未盡周全等。以

Haspelmath（2007: 36）為例，該文援引Matthews和 Yip（1994: 289）的語料，將香港
粵語的“都”歸為總括連詞（summary conjunction）。然而，“都”字句可不受並列
結構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 Ross 1967）約束，故“都”不宜視作嚴格意
義上的並列連詞：

(1) a. 印花費、律師費、經紀佣都要俾嘅。
 b. 印花費、律師費、經紀佣其實都要俾嘅。

此外，當前的跨語言數據庫於絲綢之路沿線，尤其是中亞地區，其數據覆蓋亦有

待完善。例如，在 Grambank數據庫（Skirgård et al. 2023）中，與並列連詞相關的特
徵 GB027在中亞地區的調查點，便明顯少於其他區域：

圖 1  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語言分布（Grambank 特徵 GB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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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GB027共收錄 2,421種語言，其中 713種語言的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見上
圖深色圓點），1,065種語言的兩者不同形（見上圖淺色圓點），另有 643種語言的對
應關係未有明確記錄（見上圖三角形）。儘管 Grambank收錄語言數量龐大，其於絲
路地區卻存在顯著的數據空白。1

有鑒於此，我們亟需補充絲路地區的一手語料，深入記錄並分析其並列連詞的特

點，並結合類型學理論，以揭示該區域內語言的共性與個性。

1.2. 並列連詞的語法化

並列連詞的歷時來源與語法化路徑，是語言類型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Traugott
（1986）透過跨語言調查，歸納出並列連詞的六大來源：

表 1  並列連詞來源

並列連詞來源 例子

1. 線性方位 /時序關係詞（如：前、後） 印歐語 *hanti, hant-（表“在前”義）
> 古撒克遜語 ant- > 英語 and（連詞）

2. 附加義助詞（如：也、都） 印歐語 *eti（表“也、都”義）
> 拉丁語 et（連詞）

3.  篇章連接助詞、副詞（如：除此以外、
而且）

Mohawk語 tahnu
（副詞“除此以外” > 並列連詞）

4. 伴隨標記 Sarcee語 mih（伴隨標記 > 並列連詞）
5. “去、帶”義動詞 Hdi語 là（動詞“去” > 連詞）
6. 代名詞 印歐語 *tó > Hittite語 ta（連詞）

然而，由於多數語言缺乏足夠的歷史文獻佐證，完整重構其演變路徑極為困難。儘管

如此，語言學家發現，通過分析共時層面的一詞多義模式（polysemy），仍可推斷歷
時演變的軌跡。誠如張敏（2015: 9）所言：

某個語法形式若具有多重意義 /用法，而這些意義 /用法在不同語言裡一再
出現以同一個形式負載的現象，則其間的關聯絕非偶然，應是有系統的，普遍的，

可能反映了人類語言在概念層面的一些共性。

此方法的理論基礎在於語法化的內在機制，特別是 Hopper（1991: 3）所提出的“分散
原則”（Principle of Divergence）。

1 另一跨語言數據庫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WALS.org, Dryer & Haspelmath 2013）中，特
徵 63A採用與 Grambank特徵 GB027相近的分類標準，其在絲路地區的語料覆蓋同樣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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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定栩、韓巍峰（2013）對此亦有闡述：“在某一語言形式的語法化過程中，原
有的用法並不一定會完全消失，相反，新生的用法與原來的用法可以共生”。此類詞

義分化與共存的現象十分普遍。例如，英語動詞 have既可作實義動詞，亦可作助動詞。
同樣地，粵語的“同”自十九世紀起逐步語法化為介詞與連詞，但其動詞用法至今仍

保留（陳健榮  2008；Chan 2020）。

因此，這種跨語言反覆出現的一詞多義模式，為研究者提供了構擬並列連詞語法

化路徑、揭示語言演變普遍規律的重要線索。

1.3. 從“伴隨”到“並列”

在 Traugott（1986）提出的六類來源中，由伴隨標記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路徑，
尤為學界所關注。伴隨與並列兩個概念在語義上緊密關聯，但在句法結構上存在顯著

差異：伴隨關係體現為不對稱結構，而並列關係則體現為對稱結構。茲比較以下二例：

(2) John will travel to China with Peter.（約翰會跟彼得去中國。）
(3) John and Peter will travel to China.（約翰和彼得會去中國。）

語義上，（2）與（3）所描述的事件基本相同。然而，在句法結構上，二者涇渭分明：
句（2）的 John充當主語，而 Peter則由前置詞 with引入，構成介詞短語，二者句法
地位不對等。句（3）中，John與 Peter則通過連詞 and連接，共同充當主語，句法地
位較為對稱。2基於此項差異，Stassen（2000）提出一套類型學分類，將世界語言分為
AND-語言與WITH-語言。前者採用不同的形式分別表達伴隨與並列關係；後者則以
同一形式兼表伴隨和名詞性成分並列（noun phrase coordination）的功能。3

1.4. 鄰接假說（Adjacency Hypothesis）的提出與修正

據WALS數據庫統計，在 234種被調查語言中，有 103種屬於WITH-語言。
此現象跨語系普遍存在，足見其並非偶然。為解釋此分布，Stassen（2008）指出，
WITH/AND語言的類型劃分與格 –時（Case-Tense）系統相關：具備格 –時系統的
語言傾向於成為 AND-語言，反之則傾向於成為WITH-語言。然而，Stassen（2008: 

2 此處的“對稱”是相對伴隨關係而言的。嚴格來說，並列結構在句法上並非完全對稱。並列結
構如“John and Peter”可分析為 [John [and Peter]] 的層級結構，其中 John為外並連語（external 
conjunct），Peter為內並連語（internal conjunct）。

3 WITH-語言還可進一步分為“純粹型”（pure）與“混合型”（mixed）。純粹型完全不設並列
標記，混合型則以同一形式標記並列與伴隨關係。因純粹型WITH-語言並非本文的研究對象，
故本文所指的WITH-語言，均為混合型。



3992026年4月　第105卷  第2期
April 2026　Volume 105  Number 2

803）本人亦坦言此僅為“傾向而非普遍規律”，且對格 –時系統與WITH/AND策略
選擇之間的內在關聯，Stassen並未詳加闡釋。

劉丹青（2003）的研究為此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他指出，一種語言的介詞與連
詞在語序位置上常呈一致性：前置詞語言傾向於使用前置連詞（如漢語、英語），後

置詞語言則傾向於使用後置連詞（如日語）。吳福祥（2003）據此提出“優勢語序
論”，將伴隨與並列策略的選擇直接關聯於語序。S[PO]VO語序，4使得伴隨介詞常出現

於主語和共同施事者之間，從而為其重新分析為並列連詞創造了句法條件。此論點闡明

了WITH-語言形成的句法機制，較 Stassen（2008）的“格 –時標記”論更具解釋力。

然而，陳健榮（2018）的後續研究對此提出了挑戰。其對 29種WITH-語言的考
察顯示，“優勢語序論”僅能解釋其中 6種。某些不具備此“優勢語序”的語言（如
Nkore-Kiga語，其伴隨標記並不位於主語與伴隨名詞之間），5亦演化為WITH-語言。為
此，陳健榮（2018）對語序論進行了修正，指出關鍵在於“鄰接”：只要伴隨標記位於
兩個名詞性成分（主語或賓語）之間，即具備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潛力。在此基礎上，

Chan（2020: 488）擴大數據樣本，正式提出“鄰接假說”（Adjacency Hypothesis）：

已知 X兼有伴隨標記及並列連詞兩種功能：

假如並列結構為 [NP1-X-NP2]，當 X作為伴隨標記時，必然位於兩個名詞性
成分 (可以是主語或賓語 )之間；

而假如並列結構為 [NP1-X-NP2]，當 X作為伴隨標記時，則必然位於兩個名
詞性成分 (可以是主語或賓語 )之後。 

為驗證此假說，Chan（2020）對 160種語言的調查顯示，“鄰接假說”的解釋率高達
98.8%（適用於 158種語言），而吳福祥（2003）的“優勢語序論”解釋率則為 60.0%
（適用於 96種語言）。

鄰接假說”有四點重要理論啟示：一，[伴隨 > 並列 ]語法化的觸發條件為表層句
法結構的鄰接，而非深層結構，如“我和張三吃飯”的表層鄰接為“和”的語法化提

供條件；二，鄰接是該語法化的必要條件，介詞短語不與主 /賓鄰接則無法啟動此路徑；
三，直賓與介詞短語的鄰接也能促成語法化，此點為前人忽略；四，假說適用於後置

式並列結構（如青海西寧方言的 [AB倆 ]），彰顯其理論普適性。

4 本文所有語序描述中，均以 S、V、O代表主語、謂語動詞及賓語。至於介詞短語則標為 [PO]
或 [OP]。

5 這類語序又稱為“分裂式結構”（spli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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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假說與Munn（1987）、Zhang（2006）的內外並連語理論高度契合，該理論
認為並列結構 [α X β]為層級結構 [α [X β]]，β（內並連語）先與 X組成 X'，再與 α（外
並連語）組成 XP。如下圖所示（Zhang 2006: 190）：

圖 2  並列層級結構

  XP
 
		  α	 X'
  (external conjunct)
  X β
  (internal conjunct)
  coordinator

鄰接假說正好為此分析提供了歷時動因：在表層結構中直接相鄰的 [NP1 [X NP2]]，具
備了被重新分析為並列結構 [α [X β]]的句法條件。

本文以絲路沿線語言一手資料，檢驗語法化理論解釋力、探索新演變路徑。第

二章說明語料庫結構與調查分析方法；第三章探討伴隨標記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路

徑，結合“鄰接假說”分析其在絲路語言的分布特徵，檢驗理論適用性；第四章突破

Traugott（1986）框架，探討數（量）詞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現象，據吳福祥、金小棟
（2021）比較漢語與周邊語言異同，論證該現象非偶然；第五章總結全文，闡述本研
究對理論的檢驗與修正，及絲路語料對類型學研究的啟發與貢獻。

2. 絲綢之路的並列連詞研究

2.1. 跨語言並列連詞數據庫的建立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跨語言並列連詞數據庫，數據來源有二：一是 2010至 2020年
間的田野調查，二是對既有文獻的系統梳理。一手數據通過問卷與訪談收集：問卷含

38組附圖例句，用以記錄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的語音形式及語序特徵；後續訪談則深
入探討一詞多義模式及句法限制，共訪談 353位發音人。經整理，共收錄 34種漢語方
言及 45種語言的一手數據。文獻方面，梳理 830篇學術文獻，提取 254個漢語方言點
及 102種語言的相關數據。數據庫總計收錄 1533個並列連詞（一手數據 645個，文獻
數據 888個），涵蓋亞非、南島、印歐、尼日爾 –剛果、漢藏、跨紐幾內亞等六大語
系的 426種語言及 367種漢語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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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 2023至 2025年間，對甘肅地區進行了田野調查，調查點包括蘭州（紅
古、夏官營）、天水（武山、秦安、甘谷）、白銀（會寧、靖遠）、平涼（靜寧）、

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及東鄉族自治縣的漢語方言。此

階段採用與前期一致的調查方法，共訪談 91位發音人。本研究採用張敏（2015: 23）
提出的“自下而上”（Bottom-up）模式。從漢語方言入手，逐步擴展至區域方言、全
國方言，再納入漢藏語及其他世界語言。該方法具有兩方面優勢：首先，從研究者熟

悉的母語出發，再引入非漢語數據驗證，使所得蘊涵規律更為精確；其次，能夠充分

呈現漢語內部的複雜多樣性，彌補西方類型學研究中常將漢語視為相對同質系統（如

WALS僅收錄 10個漢語方言點）的不足。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絲路沿線地區語言，並
在“絲綢之路”的定義上採取較寛鬆的標準。本研究的“絲綢之路”指陸上絲綢之路，

包括以下區域：（一）中國陝西、甘肅、青海及新疆地區；（二）中亞地區，包括哈薩

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三）南亞地區，

包括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四）西亞地區，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及土耳其。然而，

當代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國家範圍更廣，故暫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2.2. 並列連詞與伴隨介詞的區分

在漢語等諸多WITH-語言中，形式上兼表伴隨與並列功能的詞（如“和”）其詞
性界定常有歧義。為確保分析的精確性與一致性，本研究參照 Haspelmath（2016）的
原型理論（prototype model），並採用一套嚴格的句法及語義判斷標準，以區分一個
形式 (X) 的伴隨介詞功能與並列連詞功能。即便找到同一句子中 X同時具有介詞和連
詞的解讀，都不能斷言 X兼有介詞及連詞功能。本文主要採用以下兩組判斷標準：

(I) 介詞功能測試

如果 X能出現在違反並列結構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下稱 CSC）
的句子中，則只能解讀為介詞。按照 Ross（1967: 158）的描述，並列結構中任何成分
均不能移位。6例如：

(4) *What sofa will he put the chair between [some table and t]? (Ross 1967: 158)
(5) a. 張三喜歡 [李四和王五 ]。
 b. *王五嘛，張三喜歡 [李四和 t]。
 c. *李四嘛，張三喜歡 [t和王五 ]。

6 原文為 : “...in a coordinate structure, no conjunct may be moved, nor may any element contained in a 
conjunct be moved out of that conju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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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連詞 and連接的名詞，不能移出並列結構。因此（4）不合法。漢語亦然，句（5）
的“李四和王五”屬並列結構，因此“李四”及“王五”均不能話題化。

本文主要以 CSC為核心標準，以否定句為輔助，判斷 X是否具有介詞功能。從
句法角度看，如果 X能與相鄰的名詞性成分隔開，便不算是連詞；從語義角度看，如
果 [主語 +動作 ]與 [伴隨賓語 +動作 ]的真值可以相反，X便不算是連詞。例如“張
三不和李四去上海”中，主語“張三”和介詞短語“和李四”被否定詞“不”隔開，

且“張三去上海”與“李四去上海”的真值可以相反，因此證明漢語“和”具有伴隨

介詞功能。

(II) 連詞功能測試

如果 X構成的句子不能違反 CSC，則只能解讀為連詞。從句法角度看，介賓短語
和主語不能被否定詞隔開；從語義角度看，[主語 +動作 ]與 [伴隨賓語 +動作 ]的真
值相同。例如“張三和李四是上海人”中，“張三”和“和李四”不能被否定詞“不”

隔開（*張三不和李四是上海人），且“張三是上海人”與“李四是上海人”的真值
相同，證明漢語“和”具有並列連詞功能。

針對漢語方言，本研究引入楊萌萌、胡建華（2017, 2018）提出的“主賓不對稱”
作為輔助診斷標準：若形式 X可連接賓語位置的兩個名詞（如“張三喜歡咖啡和牛
奶”），則可確認其連詞功能。鑒於此現象並非跨語言之普遍規律，在調查所有語言

時，均系統考察主語與賓語兩個位置上的並列現象。為確保數據一致性，凡二手文獻

未提供足以支持上述判斷測試的語境或例句，其數據均不予採納。

3. “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並列連詞

3.1. “伴隨格”的再分類

本文 1.3節提到，傳統觀點認為“伴隨標記”7的語法化可以獲得並列連詞的功能，

而且傾向連接名詞。在語法化的過程中，原有的“伴隨標記”功能往往得以保留，因

此出現同一語法形式兼有伴隨和並列兩種功能的現象。

陳健榮（2018）將“伴隨標記”分成“共同施事標記”（Co-agent marker）與“共
同受事標記”（Co-patient marker）兩類。“共同施事標記”引介共同施事者，與施事
者（一般是句子的主語）一起執行謂語動作。而“共同受事標記”則引介共同受事者，

與受事者（一般是句子的直接賓語）一樣，均為謂語事件的受事者。在句法上，兩者

7 包括伴隨介詞（前置詞和後置詞）以及格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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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伴隨介詞，與賓語組成介詞短語。然而，在語義角色為共同施事時，介賓短語修

飾的是動詞短語；而當語義角色為共同受事時，介詞短語修飾的卻是名詞短語。例如

在（6）中，介詞短語 with John修飾的是 drink coffee，而句（7）的介詞短語 with milk
修飾的是 coffee：

(6) INP [ [drink coffee]VP [with John.]PP]VP（我跟約翰喝咖啡。）

(7) INP [ [drink]VP [coffee [with milk.]PP]NP ]VP（我喝加了奶的咖啡。）

為方便行文及理解，本文統一使用“施事者”、“共同施事者”、“受事者”、“共

同受事者”四個術語，簡述如下：

表 2  “施事者”、“共同施事者”、“受事者”、“共同受事者”特徵列表

語義角色 典型句子成分 例子

施事者（Agent） 主語 John drinks coffee with Peter.
共同施事者（Co-agent） 介詞短語中的賓語 John drinks coffee with Peter.
受事者（Patient） 直接賓語 John drinks coffee with milk.
共同受事者（Co-patient） 介詞短語中的賓語 John drinks coffee with milk.

應該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語言都能兼有“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

以英語及漢語為對比：

(8) a. I drink coffee with John.
 b. 我跟約翰喝咖啡。
(9) a. I drink coffee with milk.
 b. 我喝加了牛奶的咖啡。/ #我喝咖啡跟牛奶。 / *我跟牛奶喝咖啡。

英語伴隨介詞 with在（8a）中引介共同施事者 John，在（9a）中則引介共同受事者
milk，兼具两重功能。此現象在印歐語中頗為普遍，亦有諸多語言二者不同形，如漢
語“跟”雖與 with對應，卻僅具共同施事功能，無法引介共同受事者。故（8b）漢譯
可用”跟”，（9b）則不可；漢語伴隨介詞短語置動詞前時，“我跟牛奶喝咖啡”不
合法，置動詞後的我“喝咖啡跟牛奶”語義偏差，需以“喝加了牛奶的咖啡”等策略

表達（9a）原意。更關鍵的是，（9a）的 coffee with milk可違反 CSC，（9b）的“咖
啡跟牛奶”則不可，可見 with是共同受事標記，而“跟”是並列連詞。

(10) I want a coffee, but not with milk.（我要咖啡，但是不要加奶。）
(11) *我喝咖啡，但是不跟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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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呈現出鏡像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3  “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之鏡像對比

共同施事標記 共同受事標記

例子

漢語及其方言、東干語、阿壩藏

族羌語、斯拉夫語、印尼語、

Chemehuevi語、Bikele語等

維吾爾語、烏茲別克語、越南語、

老撾語、毛伊語、韓語、泰盧固

語等

語法化路徑 共同施事 > 有生並列 > 名詞並列 共同受事 > 無生並列 > 名詞並列

語序特徵
介詞短語與主語鄰接

（例如 S[PO]VO；S[OP]OV）
介詞短語與直接賓語鄰接

（例如 SVO[PO]；S[OP]OV）

並列連詞特徵 傾向於主語位置，連接有生名詞
傾向於直接賓語位置，連接無生

名詞

主賓不對稱模式
於賓語位置連接兩個名詞時，必

須遵從 CSC
於主語位置連接兩個名詞時，必

須遵從 CSC

第一，共同施事、受事標記的語法化路徑相異（陳健榮  2018）。前者初獲並列連詞
功能時，多連接有生名詞；後者則連接無生名詞，二者進一步虛化後，對連接項的限

制皆減弱。第二，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需介賓短語與主語鄰接；共同受事標記則需

介賓短語與直接賓語鄰接。第三，二者初獲並列連詞功能時均有語法位置限制，前者

傾於主語位連有生名詞，後者傾於直接賓語位連無生名詞，進一步虛化後該限制減

弱。第四，本文以楊萌萌、胡建華（2017, 2018）為基礎，證明漢語亦適用“主賓不
對稱”，且分為施、受事標記兩類鏡像模式。源於施事標記者，於直接賓語位連名詞

須遵 CSC，主語位可違；源於受事標記者，於直接賓語位連名詞無須遵 CSC，亦不
可違。

兩類標記遍布世界各地區語系，數量相若。Chan（2020）統計，160個並列連詞
中 96個源自共同施事標記，54個源自共同受事標記，且同一語言可兼具兩類語法化。
例如湘西龍山土家語（陳健榮、向華武  2022），兼有共同受事標記 nie與共同施事標
記 taxa。nie作後置詞表伴隨時僅引介共同受事，作並列連詞則傾向連接两个無生名
詞，形成 [NP1-nie NP2]結構，且與前文名詞在句法、韻律上緊密：句法上 NP1-nie修
飾 NP2，並列結構中 NP1為內並連語、NP2為外並連語；韻律上两者都停頓僅在 nie與
NP2之間。

土家語的 taxa剛好與 nie相反。作後置詞，並表達伴隨關係時，taxa傾向引介共
同施事者。作並列連詞時，亦傾向連接兩個有生名詞。無論是後置詞還是並列連詞，

形成的結構都是 [NP1 NP2-taxa]。句法上，NP2-taxa構成介詞短語，修飾 NP2。並列結

構 [NP1 NP2-taxa]中，NP2是內並連語，NP1是外並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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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o35	 niɛ21	 ɕiɑu21 ʦɑŋ21	 kha21 fei21	 xu21	 tha21.
  他 NIE 小張 咖啡 喝 不

 他不跟小張喝咖啡。

(13)	ko35	 ɕiɑu21 ʦɑŋ21	 ta53 xa21	 kha21 fei21	 xu21	 tha21.
 他 小張 TAXA 咖啡 喝 不

 他不跟小張喝咖啡。

從以上兩句可見，taxa可以引介共同施事者，nie則不能。但是，nie可以引介共
同受事者：

(14)	ŋa35	 niu21 nai21	 niɛ21	 kha21 fei21	 xu21.
 我 牛奶 NIE 咖啡 喝

 我喝加了牛奶的咖啡。（一種飲料） / 我喝牛奶和咖啡。（兩種飲料）

土家語 nie和 taxa帶來重要啟示：即便介賓短語同時與主語、直接賓語鄰接，仍可憑
並列結構語序及並列名詞有生度，判斷並列連詞來源。以OV型 /後置詞語言（如日語、
韓語，典型語序 S[OP]OV）為例：當發現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時：如果並列結構
為 [NP1 NP2-&]，且並列結構傾向連接有生名詞，我們就可以推斷連詞來自“共同施事
標記”；而如果並列結構為 [NP1-& NP2]，且並列結構傾向連接無生名詞，我們就可以
推斷連詞來自“共同受事標記”。

3.2. 絲路沿線語言的“共同施事標記”

通過對絲綢之路語言的考察，我們發現“共同施事標記”和“共同受事標記”都

能語法化為並列連詞，這與 Chan（2020）提出的類型學概貌相符。同時，我們也沒有
找到鄰接假說的反例。

首先，我們將介紹絲綢之路語料中，由“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並列連詞。

這些語言呈現出兩種主要的語序類型：第一類是 S[OP]OV型語序，相應的並列結構為
[AB&]，主要分布在非漢語及甘肅 –青海地區的漢語方言中。例如青海西寧“倆”及
甘肅臨夏的“兩個”：

(15) 青海西寧：
 阿哥倆當兩口兒哩。（也要和哥哥結為夫妻。）

 （都興宙  1995: 56）
(16) 甘肅臨夏：
 我、尕張、尕高兩個一噠去。（我、小張、小高一起去。）

 （田野調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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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15）的主語則沒有出現，可見“阿哥”與“倆”組合成介詞短語，此句的“倆”
是共同施事標記而非並列連詞。而（16）的“兩個”則連接“我、尕張、尕高”三個
名詞，而且不能違反 CSC，因此屬於並列連詞，而非同位語或介詞。

第二類是 S[PO]VO型語序，相應的並列結構為 [A&B]，主要分布在漢語和東干語
中。以東干語的“連”/liæ̃24/為例：

(17) 天天連我他睡的庂前拉磨的呢。（他天天睡覺之前和我閒聊着呢。）（林濤  
2007: 98）

(18)  我姐姐連我念書的呢。（我姐姐跟我在念書。）（林濤  2007: 107）

句（17）的主語則沒有出現，“連”屬於共同施事標記，與“我”組合成介詞短語。
而（18）的“連”則連接“我姐姐”與“我”，三者組合成 [A&B]並列結構。總括來
看，兩類情況中主語與介詞短語總是鄰接的，語序結構符合鄰接假說。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語序類型如何，主語與介詞短語始終保持鄰接。進一步分析

顯示：S[OP]OV語言的並列結構均為 [AB&]，S[PO]VO語言則均為 [A&B]，這表明共
同施事標記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過程，發生在 [主語 +介詞短語 ]結構中。兩點證據
進一步佐證：其一，“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連詞皆遵“有生 >無生”的蘊含
關係，能連接無生名詞則必能連接有生名詞，反之則否；其二，部分語言的此類連詞

雖可連接各類名詞，卻僅能在主語位置連接，目前未發現專門在賓語位置連接的情況。

總之，絲綢之路語言的語料分析表明，共同施事標記可語法化為並列連詞，且其語法

化路徑與語序類型密切相關。

另外，我們亦發現青海西寧漢語方言兼有後置連詞“倆”/lia53/和居中連詞“帶”
/tai213/。前者可參考例句（15）、（16），後者例句如下：

(19) 小王不帶小高去西寧。
(20) 小王帶小高都是西寧人。

句（19）的“帶小高”與主語“小王”被否定詞“不”隔開，因此只能判斷為共同施
事標記而非並列連詞。而（20）的“小王帶小高”則不能違反CSC，所以屬於並列連詞。
與土家語的 taxa和 nie不同，青海西寧的“帶”和“倆”都是從共同施事標記虛化而
來的。這是因為“帶”作共同施事標記時，語序為 S[PO]VO。“倆”則是 S[OP]VO。
一方面，反映當地 VO型漢語方言受 OV型非漢語影響，出現語序演變，後置詞種類
及使用頻率增加，甚至逐漸發展成格標記（見 Peyraube 2017等）。另一方面，“帶”
和“倆”的發現為 Chan（2020）的鄰接假說提供有力論據。說明 [伴隨 >並列 ]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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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與表層結構的語序高度相關。導致前置詞“帶”虛化成居中連詞，而後置詞“倆”

則虛化成後置連詞。

絲路中有 26個兼作並列連詞的共同施事標記，詳列如下：

表 4  絲路語言中的共同施事標記

語言 /方言 伴隨 -並列標記 8 主要語序 並列結構 9 參考來源 10 可連接成分

雅庫特語 nɪɪn S[OP]V AB& Stassen (2008) 有生名詞

阿壩羌語 ȵa S[OP]OV AB& / 
A&B

孫宏開（1981）；
黃 布 凡、 周 發 成

（2006）

有生名詞

東干語 liæ̃24 S[PO]VO A&B 林濤（2007） 有生名詞

寧夏靈武市郝

家橋 - 漢語蘭
銀官話

xɤ51; liæ̃51; ken55 S[PO]VO A&B F102 所有名詞

甘肅會寧甘溝

鎮修岔村李東

社 - 漢語中原
官話

lia21 S[PO]VO A&B F103 有生名詞

甘肅天水 - 漢
語中原官話

liæ̃13 S[PO]VO A&B F061 所有名詞

甘肅蘭州 - 漢
語蘭銀官話

kən53; xɤ51 S[PO]VO A&B F062 所有名詞

甘肅定西（城

區） - 漢語中
原官話

lɛ23 S[PO]VO A&B F076 所有名詞

甘肅蘭州皋蘭

（城區）- 漢語
蘭銀官話

kən53 S[PO]VO A&B F077 有生名詞

青海西寧 - 漢
語中原官話

tai213 S[PO]VO A&B F095 所有名詞（僅

限主語）

青海西寧 - 漢
語中原官話

lia53 S[OP]VO AB& F095 所有名詞（僅

限主語）

甘肅隴南市武

都區 - 漢語中
原官話

liæ̃35 (kɛ33) S[PO]VO A&B M038 所有名詞

青海西寧 - 漢
語中原官話

lia44 ko0 S[PO]VO A&B M017 有生名詞

8 本文所有伴隨標記及並列連詞均使用寛式記音標出。
9 本文所有並列結構均以 A和 B代表並列項，&代表連詞。例如漢語“我和你”，會以 A&B標示。
10 本文所有一手語料均會列出發音人代號，格式為M或 F加上三位數字編號。例如 F102、M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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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西峰 - 漢
語中原官話

liɛn35 S[PO]VO A&B M023 有生名詞

甘肅定西 - 漢
語中原官話

liɛ̃33 S[PO]VO A&B M033 所有名詞

甘肅慶陽 - 漢
語中原官話

kɤn441 S[PO]VO A&B M034 有生名詞

甘肅會寧土山

峴鄉蘇堡村陳

原社 - 漢語中
原官話

kɤn21 S[PO]VO A&B M043 有生名詞

甘肅定西 - 漢
語中原官話

lɛ21 S[PO]VO A&B M045 所有名詞

甘肅蘭州（寧

夏回民） - 漢
語蘭銀官話 11 

lia33 S[OP]VO AB& F234 / M096 所有名詞

甘肅白銀 - 漢
語蘭銀官話

lia34 S[OP]VO AB& F235 / M097 所有名詞

甘肅民勤 - 漢
語蘭銀官話

lia212 S[OP]VO AB& F236 / M098 所有名詞

甘肅臨夏 - 漢
語中原官話

lia443 S[OP]VO AB& F238 / M100 所有名詞

甘肅敦煌（河

西） - 漢語蘭
銀官話

lia43 S[OP]VO AB& F239 / M101 有生名詞

3.3. 絲路沿線語言的“共同受事標記”

本節介紹於絲綢之路語料中，由“共同受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並列連詞。這些

語言的語序皆為 S[OP]OV，即主語位於句首，而賓語和介詞短語則位於動詞之前。相
應的並列結構只有 [A&B]一種。雖然介詞短語與主語及直接賓語在線性語序上相鄰，
但從並列結構的語序特點來看，我們可以推斷，這些語言的語法化過程是在 [介詞短
語 +直接賓語 ]的結構中發生的。以下列舉三項證據支持上述推論：（一）韻律證據。
在泰盧固語、Sadri語、信德語和維吾爾語的調查中，發音人表示使用並列結構時，
[A&B]可以在連接詞後停頓，顯示連接詞與前置名詞在韻律上關係更為密切。雖然烏
茲別克語的相關韻律結構在過往文獻中缺乏記載，而 Khadia語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在
並列結構 [A&B]中無法停頓，但是目前沒有找到可以在前置名詞與居中連詞之間停頓
的情況。（二）語義證據。所有由共同受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連詞均遵循“無生名詞 >

11 在 2023–24年間，我們在蘭州收集了四位回民的語料。他們都是由寧夏遷居至蘭州工作的，提供
的語料與蘭州本地人有別。因此本文將其語料標記為“蘭州（寧夏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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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名詞”的蘊含關係。換言之，如果該連接詞能夠連接有生名詞，則必然也能連接

無生名詞，反之則不然。例如，泰盧固語的 tho తో，按傳統的分析，tho兼有伴隨介詞
及並列連詞功能。但是，我們在田野調查中卻發現 tho無法引介共同施事者，作並列連
詞時亦只能連接無生名詞，排斥有生名詞。因此（21）合法而（22）、（23）不合法：

(21) Naaku paalu tho, coffee kaavaly.
 我 牛奶 THO 咖啡 要

 （我要牛奶和咖啡。/ 我要加了牛奶的咖啡。）
(22) *John tho Peter iddaru manchivaare.
  約翰 THO 彼得 都 好

 （*約翰和彼得都很好。）
(23) *John Peter tho Mary ki sahayam-chesadu.
  約翰 彼得 THO 瑪麗 對 幫忙
 （*約翰和彼得幫助瑪麗。/ *約翰幫助瑪麗和彼得。）

注意例句（23）中，如果將 tho解讀為共同施事標記，句義便是“約翰和彼得幫助瑪
麗”；如果 tho解讀為並列連詞，句義便是“約翰幫助瑪麗和彼得”。然而，發音人
表示，無論採取何種解讀，（23）都不合法。當然，我們也發現有高度語法化的共同
受事標記，可以連接所有名詞。（三）語法證據。在收集到的絲路語料中，尚未發現

任何由共同受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連詞能夠構成 [AB&]的並列結構。上述證據表明，
儘管這些語言的語序為 S[OP]OV，但並列連詞的語法化并非源於主語與介詞短語的鄰
接，而是源於 [介詞短語 +直接賓語 ]結構的內部發展。

絲路沿線語言中有 7個兼作並列連詞的共同受事標記，詳列如下：

表 5  絲路語言中的共同受事標記

語言語言 伴隨 -並列標記 主要語序 並列結構 參考來源 可連接成分

泰盧固語 tho తో S[OP]OV A&B M053; F193 無生名詞

Sadri 語 ao S[OP]OV A&B F056 所有名詞

信德語 kaghad S[OP]OV A&B F209 所有名詞

僧伽羅語 saha S[OP]OV A&B Siriwardena (2001); 
Stassen (2008) 所有名詞

烏茲別克語 bilen S[OP]OV A&B Stassen (2008);
Azimova (2010) 所有名詞

維吾爾語 bilen S[OP]OV A&B F055 所有名詞

Khadia語 ro S[OP]OV A&B F056 所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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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絲路沿線語言的伴隨策略與並列策略

綜上所述，通過對絲綢之路語言並列連詞來源的考察，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兩大

類型： 

第 1類：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不同形

部分語言的並列連詞不源於伴隨標記語法化，而是其他詞類或結構，如伊朗 Farsi
語（M077）並列連詞 wa、伴隨標記 ba；Bangali語（F224）分別為 ebong與 sathe；
塔米爾語（F212）為 -um、matum與 utan、udan；又如印度蒂魯內爾維利的塔米爾語
(F231)則是以 mariyu作並列連詞，以 tho作伴隨格標。

第 2類：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

這一類語言的並列連詞則直接繼承了伴隨標記的形式和部分語義，可進一步分為

兩個次類： 

第 2a類：連詞與共同施事標記同形（見下圖水滴形圖標）

此類語言的並列連詞源於表示“與……一起（做某事）”的語言形式，例如甘肅

及青海漢語方言的“倆”、東干語的 /liæ̃24/等。 

第 2b類：連詞與共同受事標記同形（見下圖“P”字圓形圖標 ）

此類語言的並列連詞源於表示“與……一起（被……）”的語言形式，例如泰盧

固語的 tho తో、烏茲別克語和維吾爾語的 bilen等。 

圖 3  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語言分布（Google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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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絲路語言的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可能同形。然而，這種

情況並不會影響本文的論述，因為本研究目前尚未發現只具備“共同施事標記”與“無

生名詞並列”功能，或只具備“共同受事標記”與“有生名詞並列”功能的情況。

4. “以一為和型”及“以二為和型”語言

4.1. “罕見”的“以二為和”現象

Heine和 Kuteva（2012）指出，某些語言使用相同的形式來表達數詞“二”（或
雙數標記）和並列連詞的功能。例如，Aranda語中的 tara‘二’同時也作為並列連詞
連接兩個名詞短語。“以二為和”的現象往往被認為是“偶然的例子”（Stassen 2000: 
16），因此未有進行深入研究。然而，本研究的數據庫發現，這種多義現象並不像先
前學者所聲稱的那樣罕見。

陳健榮（2020, 2022）留意到“以二為和”的現象在藏緬語系語言中普遍存在，例
如尼泊爾的 Limbu語、緬甸的 Hahka語。在中國境內，四川的扎壩語、普米語和涼山
彝語；貴州的畢節彝語；雲南的納西語、獨龍語和柔若語；西藏的嘉絨語等，都能找

到平行例子。而在 3.1節討論到的湖南西部土家語 /ȵie55/，亦兼有數詞“二”及並列連
詞功能（見例句（13）（14））。

4.2. 絲路上的“以二為和型”語言

在絲綢之路語料中，我們也發現了並列連詞與數詞“二”同形的現象。為方便行

文，本文將之稱為“以二為和型”語言。12這些語言主要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別：第一

類是蒙古語族。例如保安語、土族語、東鄉語等的並列連詞都與蒙古語的數詞 gua（數
詞“二”）相關：

表 6  蒙古語族的“以二為和”現象

語言 參考來源 形式 功能

蒙古語 Poppe (1954) qoyar 數詞“二”、並列連詞

土族語 Slater (2003) ghu.la 數詞“二”、並列連詞

東鄉語 Kim (2003) guala 數詞“二”、伴隨格標記、並列連詞

12 本文對“以二為和”採取較寛鬆的定義，只要連詞由數詞“二 /兩”組成便可納入其中。例如甘
肅、青海地區漢語方言的並列連詞與數量詞“兩個”同形，亦可視作“以二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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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語
Wu (2003);
Fried (2010)

guar/galə;
ʁala

數詞“二”、伴隨格標記、並列連詞
（僅能連接有生名詞）13 

康家語 斯欽朝克圖（1999） ɢala 數詞“二”、伴隨格標記

第二類是漢語方言的“倆 /兩個”。值得注意的是，漢語的情況較為特殊。陳健榮（2020, 
2022）指出，在漢語方言中，“倆 /兩個”基本上都能用作同位語（例如：“張三李
四倆去上海”）。凡是出現“倆 /兩個”作介詞或連詞的現象，“倆 /兩個”便必然兼
具“一起”義副詞 14的功能。以下先列出前人文獻的記錄：

表 7  甘青地區“以二為和”現象（二手材料）

語言 /方言（參考來源） 形式 語序 15 功能 16 
同位語 伴隨 有生並列

臨夏漢語（Peyraube 2017） liangge S[OP]V Y Y -
甘溝漢語（Peyraube 2017） lia(r) S[OP]V - Y -
五屯漢語（Xu 2017；
Peyraube 2017） liangge S[OP]V Y - -

西寧漢語（任碧生  2006；都
興宙  1995；張成材編  1994） /lia0/ S[OP]V / AB& Y Y Y

經堂語（敏春芳  2014） 兩個 S[OP]V / AB& Y Y Y

吳福祥、金小棟（2021: 371）亦留意到甘青方言中“兩個”和“倆”具有“伴隨、工具”
及“並列”功能。王雙成（2020: 25）發現西寧等五地方言 lia有伴隨、工具格標記但
無並列功能，僅五屯“兩个”/liɑŋgə/作該雙音節標記。前人僅證實甘青有虛化的“兩
個”，卻未明其為伴隨標記還是並列連詞，故 2024–25年赴該地田野調查，以句法特
徵作二者判斷標準。席元麟（2000: 253）則認為五屯的“兩個”具有並列連詞功能（例
如：/ȵi ŋo liaŋkə/“我與你”）。從前人研究可見，甘青地區確實存在虛化的“兩個”，
但未能確定是伴隨標記還是並列連詞。因此，我們在 2024–25年間到甘青地區進行田
野調查，以句法特徵作為伴隨及並列的判斷標準。17以下是我們的一手語料：

13 在絲路上的“以二為和”語言中，未有找到只能連接無生名詞的情況。唯本文篇幅有限，只能留
待另文詳述。

14 注意“兩個”與典型的副詞略有差別，“兩個”前面的主語必須出現。
15 如原文有提及並列結構語序，此處亦會一併列出。
16 如文獻有提及相關功能，則標為“Y”；如沒有提及則標為“-”。
17 見本文 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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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甘青地區“以二為和”現象（一手材料）

                                 功能 18 
漢語方言 19 同位語

“一起”義
副詞

共同
施事

有生
並列

無生
並列

動詞
   並列 20 

甘肅會寧、蘭州；寧夏靈
武；陝西西安

Y N N N N N

陝西寶雞、山西臨汾 Y Y N N N N
甘肅天水 Y Y Y N N N
青海西寧 -121 Y Y Y Y N N
甘肅武都、定西、白銀、
蘭州（寧夏回民），青海西寧 -2 Y Y Y Y Y N

甘肅臨夏、民勤 Y Y Y Y Y Y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得出適用於所有漢語方言“兩個”的蘊含序列

（implicational sequence）：

同位語 > “一起”義副詞 > 共同施事標記 > 有生並列 > 無生並列 > 動詞並列

方言中“兩個”若具某功能 X，則必兼具 X左方所有功能，反之則否。如甘肅
天水“倆”可作共同施事標記，故兼副詞、同位語功能，卻無並列連詞功能。絲路漢

語方言的“以二為和”與蒙古語相關，據陳健榮（2022）分析，此現象為內外合力結
果：內部“兩個”需先獲副詞功能方能進一步虛化，外部需與蒙古語接觸，才會觸發

語法化並獲共同施事標記、並列連詞功能。

4.3. 絲路上的“以一為和型”語言

除了“以二為和”的語言外，絲綢之路語料中還存在一類特殊的語言，它們的並

列連詞與數詞“一”同形。為方便行文，本文將之稱為“以一為和型”語言。22以下

是我們收集到的例子： 

18 “Y”表示該方言的“兩個”具有相關功能；“N”表示該方言的“兩個”並不具有相關功能。
19 受篇幅所限，此處僅列出絲路沿線的漢語方言。
20 “動詞並列”專指能夠連接兩個述賓結構的連詞。
21 我們在西寧調查時，有部分發音人認為“倆”不可連接無生名詞，另一部分則認為“倆”可以連
接所有名詞。此處將前者標為“西寧 -1”，後者標為“西寧 -2”。

22 本文對“以一為和”採取較寛鬆的定義，只要連詞由數詞“一”組成便可納入其中。以喬治亞語
為例：-dan ertad是由工具格後綴 -t、後置語綴 gan、數詞 erti‘一’及副詞標記 -ad所組成，亦
會視作“以一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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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絲路語言的“以一為和”現象

語言 參考來源 語序 形式 功能

喬治亞語 Corbett (2000); Stolz et al. (2009) SV[OP] -dan 
ertad 數詞“一”、伴隨標記

烏茲別克語
Stassen (2008); Azimova (2010); 
Drellishak (2004)

S[OP]OV；（並列
結構：A&B） bilan 數詞“一”、伴隨標記、

並列連詞（連接名詞）

維吾爾語

易坤琇、高士傑編著（1998）；
Dwyer（1992）；趙相如、朱志
寧編著（1985）；F075

S[OP]OV；（並列
結構：A&B） bilen 數詞“一”、伴隨標記、

並列連詞

撒拉語 Dwyer (1992) S[OP]OV；（並列
結構：A&B） bil 數詞“一”、伴隨標記

從上表可見，大部分“以一為和”的語言都與 OV語序的突厥語族有關，它們的並列
連詞大多與 bil的形式相近。其成因和分布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4.4. 小結

絲路上“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現象的分布考察絲綢之路語言，可清晰見“以

一為和”（水滴形圖標）“以二為和”（“2”字圓形圖標 ）的地域分布規律：絲

路東段以蒙古語族、漢語為代表呈“以二為和”，西段突厥語族為代表呈“以一為

和”。蒙、突厥語族的該現象具全面性，漢語則有地域限制，僅絲路東段甘青地區及

湘鄂西部有之（參考陳健榮  2020, 2022的討論）。漢語“以二為和”還有兩項獨有必
要條件：第一，“兩個”須具“一起”義副詞功能；第二，語法化的是量詞“兩個”

或其合音“倆”，非數詞“二”。23此條件並不適用於其他語言。24

圖 4  “以一為和”型與“以二為和”型語言分布（Google n.d.）

23 很可能是“兩個”先合音，然後才進一步語法化。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提醒。
24  例如土家語雖然有量詞系統，但也是使用數詞 nie作伴隨和並列，而不是數量詞 nie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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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餘論

本文以絲綢之路沿線語言為考察對象，系統探討了並列連詞的語法化來源與類型，

揭示了此一語法範疇所蘊含的豐富多樣性與跨語言規律。主要發現可歸納為兩點：第

一，絲路語言中存在源於“共同施事標記”及“共同受事標記”的兩類並列連詞，其

分布與句法表現與“鄰接假說”（Chan 2020）的預測高度吻合，再次凸顯了表層句法
結構在 [伴隨 > 並列 ]語法化路徑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二，絲路語言中“以一為和”
及“以二為和”兩類由數詞語法化而成的並列連詞。此發現不僅挑戰了以往學界視“以

二為和”為偶發現象的觀點，更首次將“以一為和”納入類型學視野，為並列連詞的

來源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初步探討了絲綢之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多樣性，然仍有諸多問題有待深

入：例如“以一為和”和“以二為和”語言中，數詞“一 /二”語法化的具體路徑、
機制及動因；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調查範圍，涵蓋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乃至“一帶

一路”更廣闊區域的語言。唯有納入更廣泛的語言樣本，方能檢驗本文結論的普適性，

並在跨語系比較中提煉更具普遍性的語言共性與個性。此外，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

關係亦值得關注，例如伊斯蘭文化對中亞地區並列連詞的影響，或蒙古語對甘青地區

漢語方言的接觸性演變等。絲綢之路語言帶作為歷史文化交匯的廊道，實為蘊藏豐富

語言現象的天然實驗室，對其持續發掘，必將為語言類型學及歷史語言學的發展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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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ological Study of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lk Road Languages

Kin Wing Kevin Chan and Chenxuan Li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ssue of how lexical words becom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has 
always interested scholar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in recent years, many have examined the 
universal patterns of conj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using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ieldwork from 2010 to 2025 and covers 1,533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drawn from 
426 languages and 367 Chinese dialects along the Silk Road, aiming to analyze their grammatical 
featur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Two main findings are reported. (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of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lk Road langu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co-agent type” – 
which tends to link animate nouns – and “co-patient type” – which tends to combine inanimate nouns. 
(2) Many conjunctions in these languages are homophonous with numerals, leading to two subtypes: 
one where “and” corresponds to the numeral “one” (such as Georgian -dan ertad, Uyghur bilan), and 
the other where “and” aligns with the numeral “two” (such as Dongxiang guala in Gansu and Qinghai, 
and lia, liangge in some Mandarin dialects of the area).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diversity of 
conjunctions in Silk Road languages, supplying important data and fresh insight for typolog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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